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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连续性理论解释了老年人居住安排的变迁机制， 认为囿于家庭禀赋的老年人会

调整自身的居住安排， 但是这种居住安排的变迁受到老年人行为与观念的异质性影响和

中介作用。 基于 ２０１４—２０１８ 年三期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数据， 运用潜在类别模型和二

元逻辑斯蒂固定效应模型检验家庭禀赋对老年人居住安排的影响机制。 研究结论支持老

年人依据家庭禀赋理性选择居住安排的观点， 家庭禀赋减弱会显著促进老年人与子女同

住， 并且这一结论在改变家庭禀赋临界值后仍然稳健。 同时， 这种影响的城乡异质性不

大， 时期效应显示城市空巢化趋势明显， 而农村出现一定反弹。 研究还验证了行为与观

念对居住安排的禀赋限制的异质性影响和中介作用。 一方面， 在异质性影响下， 行为与

观念表现为紧密型和依赖型的老年人， 其家庭禀赋减弱后与子女同住概率较高； 另一方

面， 在中介作用下， 行为与观念表现为独立型和工具型的老年人， 其家庭禀赋减弱后会

通过调整家庭社会网络类型， 改变居住安排。 综上所述， 研究认为政府应正视居住安排

的空巢化变迁， 重点关注观念等软指标对居住安排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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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年轻群体离开父母或数载寒窗， 或谋职创业， 渐行渐远的代际居住距离浓缩了几代人居

住安排的变迁。 费孝通先生所描绘的 “差序格局” 社会网络逐渐适应了居住安排的变迁， 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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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出 “形式核心化， 功能网络化” 的新形态［１］。 从年轻群体视角来看， 年轻队列仍然认同孝

文化为核心的家庭主义观念， 以往备受推崇的西方个体主义逐渐融入家庭孝文化中［２］。 从老

年群体视角来看， 新老年队列出现了为己而活的个体主义观念。 充裕的家庭禀赋为新老年队

列提供了实现灵活居住安排的可能， 老年人开始逐渐接受独立居住［３］。
家庭禀赋对于居住安排的作用机制可以用连续性理论来解释， 即正常老化人群会延续上

一个时期的居住安排［４］。 而现实生活中， 由于病理性老化弱化了家庭禀赋， 居住安排的变迁

屡有发生。 但令人不解的是， 大量研究显示这类因素影响不大， 或者没有影响［５－６］。 以往研究

通过老年人代际支持的行为差异解释了缘何相似禀赋的老年人的居住安排存在差异， 例如身

体健康的老年人既可能不依赖子女而独立居住， 也可能为了照料孙子女而与子女同住［７］。 但

是这类研究没有进一步细分老年队列中的观念差异， 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事实上， 家庭禀赋

是个体禀赋的外延， 是家庭成员及整个家庭可以共同享有的资源和能力。
基于此， 本文参照连续性理论， 从行为和观念两个维度对老年人的家庭社会网络进行分

类， 并探究其对居住安排的禀赋限制的异质性影响和中介效应。 文章将重点回答或回应以下

两个问题： ①老年人居住安排的家庭禀赋限制， 即老年人家庭禀赋对居住安排会产生什么影

响？ ②老年人家庭禀赋对居住安排的影响机制， 即老年人家庭社会网络的异质性和中介效应。

　 　 二、 文献综述

１． 居住安排类型划分

广义上的居住安排框架不局限于家庭养老， 根据不同的养老方式， 居住安排可以分成家

庭养老、 嵌入式养老和机构养老三种形式［８］。 狭义上的居住安排则主要指的是家庭养老。 质

性研究中家庭养老的细分更为丰富， 比如可以分成独居、 只与配偶同住、 两代合住、 三代合

住、 四代及以上合住、 与其他人合住等［９］。 实证研究中一般重点突出独居、 只与配偶同住和

与子女同住三类， 最常见的是根据是否与子女同住区分为空巢和与子女同住两类［１０］。
与子女同住是一个明确的概念， 人口学取向的定义以居住模式为逻辑起点， 只要老年父

母与子女同住的家庭都应该纳入。 与子女同住家庭的核心逻辑在于家庭横向和纵向的家庭关

系品质。 从纵向角度而言， 与子女同住家庭一方面可以根据子女数量扩展代际资源， 另一方

面可以根据代际数量延伸代际资源。 从横向角度而言， 与子女同住家庭可以根据是否与配偶

同住来衡量代内资源。
空巢是一个结构相对宏大而核心相对松弛的概念。 相比与子女同住家庭有明确的定义，

学者们都倾向于接受相对模糊的空巢界定［１１］。 事实上， 从家庭生命周期理论出发， 空巢是核

心家庭发展趋势的特定组成部分［１２］。 尤其是进入信息化时代， 通信技术以及相关基础设施变

革带来了县域内时空经验变化， 空巢被视为家庭现代化的标志性现象之一［１３］。
２． 家庭禀赋指标测量

禀赋一般有两个重要前提： 一是禀赋的异质性， 二是禀赋的限制［１４］。 老年群体的异质性

远甚于年轻群体， 成功老龄化的老年群体获得了远超所需的待遇保障， 而另一些老年群体则

迫切需要社会保障进行兜底。 本文将家庭视角聚焦于老年家庭， 家庭禀赋的统计指标主要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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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于老年夫妻双方［１５］。 根据已有研究， 人力资本主要通过老年人的知识资本存量以及老年人

的身体健康等指标测量， 这其中对于老年人易产生重要变化的是身体健康指标［１６－１７］。 社会资

本指的是能够通过协调的行动来提高行动效率的社会网络、 信任和规范［１８］。 社会资本不仅能

支持人力资本， 还可以通过分担经济和物质资本风险， 提高其收入［１９－２０］， 目前社会资本相关

文献重点关注社会网络的规模和质量， 具体包括老年群体的亲戚、 朋友社会网络和社会地位

等［２１］。 经济资本主要指收入性财产， 可以通过物质财富收入和货币总收入等指标衡量， 在年

收入统计误差较大时， 养老金类型是老年人经济资本最重要的衡量因素［２２］。 物质资本和经济

资本有一定的相关性， 指固定资产或者财富积累值， 可以通过家庭住房等大宗商品来衡

量［２３－２４］。 自然资本主要指土地拥有情况， 可以通过耕地情况等指标来衡量［１５］。
３． 居住安排的影响因素

第一， 老年人居住安排受到禀赋限制。 居住安排的禀赋限制在于不满足家庭禀赋的个体

其居住安排呈现不连续特征［２５］。 文献中的禀赋限制主要集中于个体禀赋， 包括了个体特质禀

赋、 经济禀赋和身体健康状况三个维度［５］。 从个体特质禀赋方面来看， 女性、 高龄和无配偶

老年人选择子女家养老的可能性更高［２６－２７］； 从经济禀赋方面来看， 经济资本越高的老年人独

立居住的可能性越高［２８］。 从身体健康状况方面来看， 部分研究认为身体健康对居住安排的影

响不显著［５－６］。 值得注意的是， 居住安排的禀赋限制不仅包括纯粹的个体禀赋， 而且涉及家庭

方方面面的资源。 正如家庭生命周期理论所指出的， 老年人的居住安排会不可避免地受到家

庭结构、 家庭网络变迁的影响［２９］。 家庭禀赋可以为老年人居住安排提供长期保障， 从而增加

其独立居住的动力。 例如家庭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可以为其提供资金或人力的帮助， 以缓解

伤病冲击、 规避收入风险， 而经济资本可以增加老年群体的选择空间［３０］。
第二， 老年人居住安排受到观念限制。 我国孝文化思想不仅规范了人们的行为， 还主导

了人们的观念［３１］。 从现有文献看， 这种观念限制存在队列变化。 一方面， 当下老年群体仍以

家庭主义观念为主［７］。 具体而言， 当下老年队列在中年时期时， 优生优育观念会使得他们遵

循代际资源向子女倾斜的原则， 主动承担子代的房产、 彩礼等大宗物品； 当这部分群体正常

老化时， 他们对子女的支持会从经济支持转换为以抚幼、 家务等劳作为主的代际照料支持；
当这部分群体经受病理性老化时， 他们会尽量减少子女对自己的代际照料支持， 以减轻子女

负担［３２］。 另一方面， 部分年轻老年群体已经初步形成了个体主义观念， 他们逐渐从照顾孙辈

等事务中将自己解放出来， 这部分群体既不要求子女能提供代际支持， 也不会主动为子女照

顾孙辈、 料理家务［３３］。
４． 居住安排禀赋限制的作用机制

连续性理论提供了一种理解老年人居住安排机制的思路。 该理论主要根据老年人禀赋区

分了正常老化 （ｎｏｒｍａｌ ａｇｉｎｇ） 和病理性老化 （ｐａｔ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ｇｉｎｇ） 两种情况， 由此提出了外在

连续性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 ｃｏｎｔｉｎｕｉｔｙ） 和内在连续性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 ｃｏｎｔｉｎｕｉｔｙ）。 外在连续性主要指老年人行

为的连续性， 内在连续性主要指老年人观念的连续性。 连续性理论认为正常老化的积极结果

是老年人使用连续性策略来适应正常老化， 而病理性老化由于无法满足自身需求而无法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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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续性策略［４， ３４］。 所以连续性理论提供了一个简洁描述： 老年人运用过去的方式构想未来并

构建他们的选择以应对正常老化。 但是连续性理论在解释居住安排机制方面仍有局限性： 一

是目前的研究往往看到的是连续性理论的抽象层次， 缺乏必要的操作定义和理论检验。 二是

忽视了病理性老化人群仍存在内在连续性规律。
５． 文献评述

居住安排是老年人依据家庭禀赋所做的一种理性选择， 但大量实证研究发现家庭禀赋对

于居住安排的影响不够显著， 这一研究结果与禀赋影响居住安排的观点相违背。 同时， 连续

性理论对于居住安排的禀赋限制的解释仍拘泥于正常老化人群， 而忽视了禀赋较弱的病理性

老化人群。 因此， 本文基于连续性理论从行为和观念两个维度构建老年人的家庭社会网络，
并将其引入至家庭禀赋和居住安排的研究中。 文章通过检验老年人家庭社会网络对于居住安

排的禀赋限制的影响， 解释以往研究中不合理的发现。 整体上， 文章将老年人居住安排置于

可持续生计框架下讨论， 分析居住安排的禀赋限制， 以及家庭社会网络的异质性和中介作用。

　 　 三、 理论框架和研究假设

１． 行为与观念视域下的家庭社会网络

家庭社会网络是在家庭场域内一群特定个人之间的联系， 既包含了维系社会关系的行动，
也包含了对待社会关系的观念。 当用连续性理论构建家庭社会网络时， 老年人行为是否连续

在操作化上指的是父母进入老年期后在维系社会关系中是否继续向子女提供代际支持， 由此

区分为老年人不提供代际支持和老年人提供代际支持。 老年人观念是否连续在操作化上指的

是， 父母进入老年期后在对待社会关系中是否继续以家庭利益为优先， 由此区分为个体主义

观念和家庭主义观念。 代际支持所体现的经济行为和观念所体现的社会关系本质上属于嵌入

关系。 嵌入一词本用以形容经济行为和社会关系的关系， 后来的研究通过对嵌入主体经济行

为和嵌入客体社会关系的进一步解构， 赋予了嵌入概念新的内涵［３５］。 例如根据社会关系内涵

提出了结构嵌入性、 认知嵌入性、 文化嵌入性和政治嵌入性四维分析框架［３６］， 其中认知就包

括个人原有思想意识等， 文化包含信仰、 价值观等［８］。
进一步细分家庭社会网络中的老年人代际支持和观念可以看到： 老年人代际支持角度下，

代际支持包含了经济代际支持和照料代际支持， 其嵌入程度体现在经济代际支持和照料代际

支持的嵌入程度上， 可以将老年人不提供代际支持作为外在不连续的标志， 将老年人继续提

供代际支持作为外在连续的标志； 老年人观念角度下， 观念包含了个体主义观念和家庭主义

观念， 嵌入关系将老年人维系个体主义观念作为内在不连续的标志， 将老年人维系家庭主义

观念作为内在连续的标志。 综合上述分析， 本文将老年人家庭社会网络按照不提供代际支

持—提供代际支持、 个体主义—家庭主义两极四维分成了紧密型、 依赖型、 独立型和工具型

四种类型 （如图 １ 所示）。
２． 分析框架

可持续生计框架明确了家庭禀赋和居住安排的传导机制， 即家庭对各种资源和能力进行

配置， 以不同的居住安排实现家庭可持续的目标［３７］。 将其应用于家庭禀赋对居住安排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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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老年人家庭社会网络关系分类

研究中， 则可以描述为家庭禀赋通过家庭社会网络作出相应的居住安排 （如图 ２ 所示）。 在可

持续生计框架中， 家庭生命周期理论为居住安排提供了一个家庭禀赋的动态视角， 从而得以

更深入地认识居住安排机制。 简单来说， 老年家庭在不同时期中的禀赋存在较大差异， 最显

著的是老年人身体健康状况的变化， 这导致老年人从正常老化的优势视角向病理性老化的问

题视角转变。 在家庭生命周期的动态视角下， 文章拓展了连续性理论， 从行为和观念角度研

究老年人， 展现当代老年人在居住安排中的逻辑。

图 ２　 理论框架———可持续生计框架下居住安排的逻辑

３． 研究假设

（１） 居住安排的禀赋限制。 老年人居住安排不仅受纯粹的个体禀赋影响， 也受家庭等方

方面面的资源的影响， 较强的家庭禀赋可以为老年人居住安排提供长期保障和增加居住回报，
是老年人选择不与子女同住的主要动力之一。 具体而言， 从人力资本角度来说， 老年人身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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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变化较大， 一般而言， 较好身心健康的老年人会倾向于在自己家居住［３８］。 同时， 配偶的

人力资本可以为老年人提供资金或者人力的帮助， 以缓解伤病冲击， 规避收入风险。 从经济

资本和物质资本角度来说， 虽然两者是财富的两种不同形态， 但普遍认为较为充裕的家庭禀

赋为老年人居住安排的灵活性提供了可能［６］。 除此以外， 互联网等技术的普及和交通设施的

发展分别从纵向和横向有效减少了沟通成本， 为老年人居住安排提供了外在客观支持， 放大

了家庭禀赋的影响。 基于上述分析， 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 １： 老年人的家庭禀赋越强， 不与子女同住的可能性越高。
（２） 老年人家庭社会网络类型的异质性影响。 由于家庭社会网络是定类数据， 可以采用

分组回归检验其异质性影响［３９］。 首先， 对比紧密型和工具型老年人， 这两类老年人都会向子

女提供一定的代际支持， 但是两者在家庭和社会中扮演的角色侧重不一样［４０］。 相比而言， 紧

密型老年人的观念更偏向于家庭主义， 在老年时期， 他们会在家庭中承担重要角色， 履行家

务和照料孙辈的职能， 减轻子女负担［４１］； 而工具型老年人的观念偏向于个体主义， 在老年时

期， 他们在社会上有更高的地位， 更偏重给予子女经济方面的支持。 因此， 在家庭禀赋减弱

时， 工具型老年人有更强的社会网络去抵御风险， 而紧密型老年人则依托家庭去抵御风险。
另外， 依赖型和独立型老年人都不会向子女提供代际支持， 但两者在家庭和社会中扮演

的角色侧重不一样。 相比而言， 依赖型老年人的观念更偏向于家庭主义， 在老年时期， 囿于

病理性老化和其他原因， 需要子女提供大量的代际支持［４２－４３］； 而独立型老年人的观念更偏向

于个体主义， 在老年时期， 独立型老年父母在社会上有更高的地位， 但和子女之间的资源流

动很少， 他们既不要求子女提供代际支持， 也不会主动为子女照顾孙辈、 料理家务［３２－３３］。 因

此， 在家庭禀赋弱化时， 依赖型老年人需要进一步依托家庭抵御风险， 而独立型老年人则可

以通过更强的社会网络去抵御风险。 基于上述分析， 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 ２： 老年人家庭社会网络类型对于居住安排的禀赋限制具有异质性， 紧密型和依赖型

老年人在家庭禀赋减弱时， 与子女同住的概率会更显著提升。
（３） 老年人家庭社会网络类型的中介作用。 老年人家庭社会网络类似于 “差序格局” 的

圈层式护航轨道， 由内及外的保护圈层给予老年人不同层次的支持［４４－４５］。 当老年人面临丧偶、
生病等不利事件时， 内侧圈层的家庭将起到缓冲器的作用以应对家庭禀赋的弱化。 因此， 在

家庭禀赋减弱时， 老年人家庭社会网络类型可能会发生变化， 尤其是原本家庭禀赋相对较强

的独立型和工具型老年人可能会逐渐转变为紧密型或依赖型老年人。 同时， 紧密型和依赖型

老年人由于与子女有大量的资源往来， 有助于破除代际间的资源限制， 缩短与子女的居住距

离［４６］。 基于上述分析， 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 ３： 老年人家庭社会网络类型对于居住安排的禀赋限制具有中介作用。

　 　 四、 数据来源、 变量描述与分析方法

１． 数据来源

本研究主要使用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 （ＣＬＡＳＳ） ２０１４—２０１８ 年共三期的数据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８）。 ＣＬＡＳＳ 的调查范围覆盖了全国 ２８ 个省、 市、 自治区 （不包括香港、 台湾、 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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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 海南、 新疆和西藏）， 这些地区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 ９５％以上， 能够较好地代表我国老年

人基本状况。 本研究主要从老年人的视角来研究代际同住， 所以只保留了 ６０ 岁及以上的老年

人样本。 为了减少遗漏变量带来的内生性问题， 本文采用固定效应模型， 这要求老年人样本

有至少两次观测并且同住状态发生过变化才能纳入模型。 在删除了主要变量缺失的样本后，
最后满足要求的样本为 ７３９１ 条观测， 对应 ２８８３ 个老年人。

２． 变量测量及描述

（１） 因变量。 本研究的因变量是老年人的居住安排， 即老人是否与子女同住 （１ ＝是）。
该变量由问卷中同住人员信息表来判断每位老年人的同住成员是否包含其子女， 由此获得对

因变量的测量。 具体来看， ２０１４ 年样本与子女同住的比例为 ６０. ０％， ２０１６ 年样本与子女同住

的比例为 ５１. ２％， ２０１８ 年样本与子女同住的比例为 ３７. ２％。
（２） 核心自变量。 结合中国老年人自身特点， 构建了中国老年人家庭禀赋指标 （参见表

１）。 该指标体系包括五个维度， 分别为人力资本、 社会资本、 经济资本、 物质资本和自然资

本。 人力资本包括知识资本和身体健康状况两项一级指标。 知识资本使用家庭平均受教育年

限来衡量， 即夫妻平均受教育年限。 身体健康状况使用自理能力 ＡＤＬ 和认知老化状况来衡量。
ＡＤＬ 通过问卷中有关洗澡、 穿着、 如厕、 转移、 大小便控制和进食六项活动的完成情况评估，
操作上使用 Ｋａｔｚ 指数， 根据人体功能发育学的规律， 按照由难到易的顺序进行排列， 分成完

全自理至完全依赖七个等级。 自理能力得分越高， 说明老年人身体健康状况越好。 认知老化

状况是根据问卷中的认知量表得分来衡量， 错误超过三个被定义为认知老化。 社会资本包括

社会网络规模和社会网络质量两项一级指标。 社会网络规模使用能联系到 （获得帮助） 的朋

友数量以及能联系到 （获得帮助） 的亲戚数量来衡量。 社会网络质量使用老年人退休前社会

地位来衡量， 按照务农、 普通职工、 基层管理、 中层管理和高层管理进行赋值。 经济资本包

括社保待遇和家庭收入源两项一级指标。 社保待遇分为最低生活保障金、 贫困救助金或政府

其他救助、 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金、 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金、 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金，
分别赋值为 １ 到 ４。 家庭收入源根据老年人主要收入来源来自子女还是自己进行划分。 物质资

本包括家庭住房数量和家庭现金储蓄两项一级指标。 家庭住房数量根据老年人自住房产数量

确定。 家庭现金储蓄根据老年夫妻双方是否准备养老现金储蓄确定。 自然资本包括家庭土地

（耕地） 情况一项一级指标。 家庭土地情况根据老年夫妻双方是否拥有土地 （耕地） 进行衡

量。 具体详见表 １。
（３） 中介变量。 中介变量是老年人家庭社会网络。 基于概念界定和数据的可得性， 本文

选取了观念和行动两个维度总计 ８ 个指标， 作为构建潜类别分析的变量来源。 观念维度上，
主要通过测量生育观念、 养老责任划分、 养儿防老倾向和居住安排倾向四个指标， 进而衡量

老年人的家庭主义和个体主义观念。 生育观念通过 “老年人存活子女数量” 来衡量， 子女数

量越多说明老年人在年轻时观念更偏向于家庭主义。 养老责任划分通过问卷中 “老年人的照

料应该由谁承担” 来衡量， 越偏向于子女则说明老年人观念更偏向于家庭主义。 养儿防老倾

向通过问卷中 “养儿防老的倾向” 来衡量， 选择养儿防老说明老年人观念更偏向于家庭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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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１　 中国老年人家庭禀赋指标构成

维度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描述与定义 同住 不同住

人力资本 知识资本 家庭平均受教育年限 夫妻平均受教育年限 ５. ２２ ５. ３４
身体健康状况 自理能力 （ＡＤＬ） 自理能力得分 （１—７） ６. ６５ ６. ８０

认知老化状况 ０＝正常， １＝认知老化 ０. １６ ０. １２
社会资本 社会网络规模 能联系到的朋友数量 数量 （０—９） ２. ５３ ２. ３７

能联系到的亲戚数量 数量 （０—９） ４. ２７ ３. ４７
社会网络质量 退休前社会地位 １＝务农， ２ ＝普通职工， ３ ＝基层管理， ４ ＝

中层管理， ５＝高层管理

１. ７３ １. ６８

经济资本 社保待遇 社保待遇情况 １＝低保， ２＝居保， ３＝职工保， ４＝机关保 ２. ０４ ２. ０４
家庭收入源 家庭收入源 ０＝子女， １＝自己与配偶 ０. ６９ ０. ７５

物质资本 家庭住房数量 自住房产 房产数量 ０. ９４ １. ０２
家庭现金储蓄 是否有现金储蓄 ０＝无， １＝有 ０. ３２ ０. ４１

自然资本 家庭土地情况 是否拥有土地 ０＝无， １＝有 ０. １９ ０. ２０

居住安排倾向根据问卷中 “今后您打算主要在哪里养老” 来衡量， 选择子女家则说明老年人

观念更偏向于家庭主义。 行动维度上， 主要通过测量双向代际经济支持和双向代际照料支持

四个指标， 进而衡量老年人对子女代际支持和子女对老年人代际支持强度。 照料代际支持包

括子女照料代际支持和老人照料代际支持两项， 分别由问卷中的问题 “过去 １２ 个月， 这个子

女多久帮您做一次家务？” 和 “过去 １２ 个月， 您多久帮这个子女做一次家务？” 定义。 其中，
将几乎天天以及每周至少一次设定为有照料支持， 将一年几次和几乎没有设定为没有照料支

持。 经济代际支持包括子女经济代际支持和老人经济代际支持两项。 子女经济代际支持选用

过去 １２ 个月该子女提供的财务价值来衡量， 老人经济代际支持选用过去 １２ 个月向子女提供的

财务价值来衡量。
（４） 控制变量。 老年人居住安排和家庭社会网络受多种因素影响， 为控制其他因素对分

析结果的干扰， 本文参照现有研究， 主要选取了年龄、 婚姻状况、 居住地 （城乡） 和突发情

况 （最近两年住院情况） 作为控制变量纳入模型中。 本文对另外一些变量包括性别、 民族等

也进行了采集， 但由于它们均不随时期变化， 故排除在分析之外。
３． 分析方法

第一， 针对家庭禀赋指标构建， 本文采用综合指数法评估模型。 该方法包含了评价指标

的选取、 权重系数的设置和评价模型的确定［１５］。 该方法先是采用极差标准化方法， 对正、 负

指标分别进行了无量纲化处理， 再使用利用主成分分析法得到的各项指标的权重。 根据主成

分分析的检验结果可知， ＫＭＯ 的值为 ０. ７６６， 适合主成分分析的程度为 “一般”， 因此主成分

分析基本可以被用来求权重。 从解释的总方差结果可知， 前 ５ 个主成分对应的特征根大于 １，
根据方差贡献率和指标权重归一化方法得出每个指标的权重。 结合上述步骤， 再对各项评价

指标的测量值进行加权平均， 从而计算出老年家庭人力资本、 社会资本、 经济资本、 物质资

本、 自然资本和家庭禀赋指数。
第二， 针对老年人家庭社会网络类型分类， 本文采用潜在类别分析 （ Ｌａｔｅｎｔ Ｃｌａｓｓ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ＬＣＡ）。 潜在类别分析通过分析样本在一系列外显变量上的取值从而得到未观测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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潜在类型变量。 本研究的外显变量包括 ８ 个二分类变量， 共同构成了 １２８ （２＾７） 个应答类型。
潜在类别分析通常从类别数为 １ 的基准模型开始增加潜变量， 进而根据拟合指标判断模型拟

合度。 当 ＢＩＣ 值更小或者 Ｌ＾２ 不显著时， 可以认为该模型实现最优拟合。 如下面公式所示， 代

表老年家庭社会网络的 ８ 个指标类型为 Ａ－Ｈ， πＡＢＣＤＥＦＧＨ
ｉｊｋｌｍｎｏｐ 表示潜类别模型的联合概率， πＸ

ｔ 是指潜

变量 Ｘ 为 ｔ 类别的概率。 πＡ－Ｘ
ｉｔ 至 πＨ－Ｘ

ｐｔ 均为指标特定取值的条件概率， 以 πＡ－Ｘ
ｉｔ 为例， πＡ－Ｘ

ｉｔ 表示潜在

类型为 ｔ 的个体， 其外显变量 Ａ 为 ｉ 的概率。

πＡＢＣＤＥＦＧＨ
ｉｊｋｌｍｎｏｐ ＝ ∑

Ｔ

ｔ ＝ １
πＸ

ｔ π
�ＡＸ
ｉｔ π

�ＢＸ
ｊｔ π

�ＣＸ
ｋｔ π

�ＤＸ
ｌｔ π

�ＥＸ
ｍｔ π

�ＦＸ
ｎｔ π

�ＧＸ
ｏｔ π

�ＨＸ
ｐｔ （１）

　 　 第三， 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 本研究主要通过比较各时期老年人家庭禀赋变化对于

居住安排的影响， 从而发现老年人居住安排变迁时的特征。 基于混合面板追踪数据的特点，
本研究采用了二元逻辑斯蒂个体和时期固定效应模型。 该模型使得调查对象不可观测的因素

不随时间变化而变化， 因此能消除不随时间变化的遗漏变量对估计效应的影响。 这在一定程

度上弥补了 ＣＬＡＳＳ 所能采集的老人及其子女信息有限的问题， 同时控制了那些不容易观测的

特征对结果的干扰， 从而能更好地进行因果判断。 本文通过豪斯曼检验也说明了相对于随机

效应和混合模型， 该数据更适合采用固定效应模型。 二元逻辑斯蒂固定效应模型的数据表达

式如下：

ｌｎ
Ｐ ｉｔ

１ － Ｐ ｉｔ

æ

è
ç

ö

ø
÷ ＝ λ ｉ ＋ γ ｉ ＋ ∑ Ｋ

ｋ ＝ ２
βｉＸｋｉｔ ＋ εｉｔ （２）

　 　 其中， Ｐ ｉｔ 表示属于 ｔ 时期的 ｉ 个体与子女同住的概率。 λ ｉ 指个体效应， γ ｉ 指时期效应， εｉｔ 表

示误差扰动项， Ｘｋｉｔ 表示纳入方程的自变量和控制变量。

　 　 五、 实证结果和分析

１． 老年人家庭社会网络的潜在类别分析

本文首先根据模型的拟合指标， 对老年人家庭社会网络的潜在类别数量进行选择。 当类

型数为 ４ 时， 潜类别模型的 ＢＩＣ 和 Ｅｎｔｒｏｐｙ 指标均为最小， 因此四类别是老年人家庭社会网络

类型的理想数量。 确定模型类别数量后， 需要计算老年人家庭社会网络潜类别的概率， 以及

各类别外显变量为特定赋值的条件概率， 并可通过这一条件概率所揭示的特征命名各潜在类

别。 表 ２ 呈现了老年人家庭社会网络的潜在类别概率和外显变量的条件概率。 据此， 本文将

四个潜类别变量分别命名为紧密型 （２３. １％）、 依赖型 （４１. ８％）、 独立型 （１３. ３％） 和工具

型 （２１. ８％）。
类别 １ 为紧密型老年人。 从养老责任划分、 居住安排倾向、 生育观念和养儿防老倾向方

面可以看出， 紧密型老年人的家庭主义观念较强。 他们一方面在年轻时积极生养子女， 认同

养儿防老理念， 另一方面在年老时希望与子女同住， 认为养老是子女责任。 同时， 紧密型老

年父母与子女有较多的代际支持互动行为。 老年父母的代际支持主要通过代际照料支持实现，
较少通过代际经济支持实现。

类别 ２ 为依赖型老年人。 依赖型老年人在年轻时生养子女数量更多， 也认同养儿防老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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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２　 老年人家庭社会网络类型的潜在类别概率和条件概率

变量 紧密型 依赖型 独立型 工具型

潜在类别概率 ０. ２３１　 　 　 ０. ４１８　 　 　 ０. １３３　 　 　 ０. ２１８　 　 　
观念维度

养老责任划分 ０. ５８７ （０. ０３７） ０. ４４９ （０. ０２５） ０. ２６１ （０. ０４６） ０. １５５ （０. ０３１）
居住安排倾向 ０. ４７６ （０. ０３７） ０. ３６４ （０. ０２４） ０. ０８８ （０. ０３２） ０. ０３１ （０. ０２５）
生育观念 ０. ５５８ （０. ０３４） ０. ７２２ （０. ０３１） ０. １８３ （０. ０５８） ０. ２６９ （０. ０３２）
养儿防老倾向 ０. ７８４ （０. ０２９） ０. ７５９ （０. ０１５） ０. ５５１ （０. ０４４） ０. ５０９ （０. ０２７）
行动维度

子代给亲代经济支持 ０. ６９４ （０. ０２２） ０. ７９２ （０. ０２２） ０. ３７１ （０. ０６５） ０. ７８０ （０. ０２７）
子代给亲代照料支持 ０. ８８７ （０. ０２３） ０. ５７１ （０. ０３１） ０. ２００ （０. ０４９） ０. ８４７ （０. ０５０）
亲代给子代经济支持 ０. ３８５ （０. ０３５） ０. １９７ （０. ０１７） ０. ２５５ （０. ０５６） ０. ７３０ （０. ０２９）
亲代给子代照料支持 ０. ８７２ （０. １１４） ０. ０７３ （０. ０２６） ０. １３２ （０. ０４２） ０. ５２１ （０. ０４８）

　 　 注： 括号内为标准误。 表中加粗数字是家庭社会网络类型中外显变量特定取值的最大和最小条件概率。

念。 通过对该类样本的进一步分析， 部分样本认为养老不仅是子女的责任， 也是政府的责任。
同时， 依赖型老年父母囿于自身条件， 主要是单方面接受子女的代际支持， 很少对子女提供

代际支持。
类别 ３ 为独立型老年人。 独立型老年人的家庭主义观念比较弱， 他们一方面在年轻时没

有积极生养子女， 部分认同养儿防老的倾向， 另一方面在年老时不希望与子女同住， 认为养

老是个人责任。 同时， 独立型的老年父母与子女没有较多的代际经济互动和照料支持。 值得

注意的是， 仍有较高比例的子代给予这类父母经济支持， 说明子代的供养仍然存在。
类别 ４ 为工具型老年人。 工具型老年人对于与子女同住的意愿最低， 认为养老是个人责

任， 家庭主义观念较弱。 同时， 这类老年与子女有一定的代际支持往来。 该类型的最大特点

是主要由父母向子女提供经济代际支持。
２． 家庭禀赋与居住安排的基准回归

表 ３ 展示了没有考虑家庭社会网络影响的固定效应逻辑斯蒂模型结果， 同时也比较了城

市和农村老年人的回归结果。 从全部样本的模型结果来看： 第一， 人力资本、 社会资本、 经

济资本和物质资本都显著影响老年人与子女同住， 而自然资本在短期面板数据中不会显著影

响老年人是否与子女同住。 这可能是由于固定效应模型衡量的是禀赋变化对居住安排变迁的

影响， 自然资本所涉及的耕地承包权变化甚微， 展现在模型中显著性较弱。 第二， 在具有显

著性的四类资本中， 人力资本、 经济资本和物质资本的增加都正向促进老年人不与子女同住

的概率， 而社会资本的增加正向促进了与子女同住的概率。 第三， 家庭禀赋综合指标的增加

会正向促进老年人不与子女同住的概率。 第四， 无配偶且经历突发事件 （两年内住过院） 的

老年人更有可能与子女同住。 第五， 从时期来看， ２０１６ 年和 ２０１８ 年的同住可能性均显著低于

２０１４ 年， 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家庭的核心化和空巢化趋势。
城乡的回归结果存在一定的异质性， 但总体差别不大。 对城市老年人来说， 其家庭禀赋

综合指标增加会更大概率促进其不与子女同住的概率。 农村老年人对于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

更为敏感， 主要表现为以身体健康状况为代表的人力资本减少和以亲戚、 朋友数量为代表的

社会资本增加都会更大概率促进农村老年人与子女同住。 城乡老年人回归结果最大的差异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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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３　 个体和时期基本固定效应模型结果

变量
全部 城市 农村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家庭禀赋

人力资本 －２. ８２７∗∗∗ ０. ７７１ －２. ４３７∗∗ １. １９４ －３. ４９０∗∗∗ １. ０９９

社会资本 ７. ３７１∗∗∗ １. ４１２ ３. ２７７∗ １. ７９５ １２. ６９４∗∗∗ ２. ８０９

经济资本 －２. ３１４∗∗∗ ０. ４６４ －２. ２３７∗∗∗ ０. ６５３ －１. ４４２∗∗ ０. ７３３

物质资本 －３. ２１８∗∗ １. ４９２ －１. ６０７∗ １. ９９０ －３. ５６８∗ ２. ５７０

自然资本 －０. ０２７ ２. ０３１ －６. ９８５ ４. ４４５ １. ５７０ ２. ４１３

综合指标 －１. ２９２∗∗∗ ０. ２９８ －１. ４４０∗∗∗ ０. ４０８ －１. ０８２∗∗ ０. ４９４

控制变量

年龄 （参照组： ６０—６９）

７０—７９ －０. １７２∗ ０. ０９３ －０. ３８４∗∗ ０. １２９ ０. １０９ ０. １５０

８０ 岁及以上 ０. １８７∗ ０. １４０ ０. ０４３∗ ０. １８７ ０. ４３３∗ ０. ２４３

婚姻 （参照组： 无配偶） －０. ９３９∗∗∗ ０. １０１ －０. ３３６∗∗∗ ０. ０８８ －０. ８９０∗∗∗ ０. １６１

居住地 （参照组： 农村） ０. ０５３ ０. １３４ － － － －

突发事件 （参照组： 两年内

住过院）
－０. １９９∗∗∗ ０. ０６３ －０. ３３６∗∗∗ ０. １４５ －０. ０３２ ０. ０９９

时期 （参照组：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６ －０. ３５１∗∗∗ ０. ０５４ －０. ３５１∗∗∗ ０. ０７６ －０. ３４３∗∗∗ ０. ０８５

２０１８ －０. ８１６∗∗∗ ０. ０５９ －０. ９７９∗∗∗ ０. ０８４ ０. ６４９∗∗∗ ０. ０９４

Ｎ ２８８３ １５４３ １３４０

　 　 注：∗ｐ＜０. １，∗∗ｐ＜０. ０５，∗∗∗ｐ＜０. ０１。

现在时期效应上， 相较于 ２０１４ 年， ２０１６ 年和 ２０１８ 年城市老年人空巢化趋势明显， 而农村老

年人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反弹。 这与已有研究中农村同住比例短暂回升结论［４７］ 一致。 全部样本

到分城乡样本的回归结果显示， 家庭禀赋减少整体上会显著增加老年父母与子女同住的概率，
故假设 １ 成立。

本文也通过改变家庭禀赋临界值对基准回归结果进行了稳健性检验。 首先分别将每一期

后 １０％、 ３０％和 ５０％定义为弱家庭禀赋， 其次将三组样本分别回归。 回归结果显示， 改变家

庭禀赋临界值的估计结果在方向和显著性上与表 ３ 估计结果保持一致。 这说明家庭禀赋变弱，
老年人会有更大概率与子女同住， 且这一结论的稳健性较高。

３． 家庭社会网络对居住安排的禀赋限制的异质性影响

本文进行了家庭社会网络类型的分样本回归 （见表 ４）， 以考察老年人的家庭社会网络在

家庭禀赋和居住安排之间所起到的异质性作用。 由分样本回归结果可见， 样本仅在以家庭主

义观念为主的紧密型和依赖型的家庭社会网络类型中， 家庭禀赋会显著影响老年人居住安排。
第一， 对于紧密型和依赖型家庭社会网络中的老年人， 人力资本和经济资本禀赋使得其与子

女同住的概率大幅度下降。 并且相比于紧密型老年群体， 依赖型老年群体囿于能给子代提供

的支持极为有限， 家庭禀赋的减弱更显著提高了其与子女同住的概率。 第二， 对于紧密型老

年群体， ２０１６ 年和 ２０１８ 年的同住可能性均显著低于 ２０１４ 年。 而对于依赖型老年群体， ２０１６
年和 ２０１８ 年的同住可能性均显著高于 ２０１４ 年。 第三， 对于独立型和工具型家庭社会网络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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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４　 家庭禀赋对居住安排的分样本回归 （Ｎ＝ ２８８３）

变量
紧密型 依赖型 独立型 工具型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家庭禀赋

人力资本 －３. ４０３∗∗ １. ８３６ －４. ２６２∗∗∗ １. ０３８ －０. ６３２ ２. ４４０ －３. ９７１　 ２. ５４８
社会资本 ９. ７６９∗∗∗ ３. ５９８ ８. １１６∗∗∗ ２. ２８９ ２. ４３３ ３. ３９４ ７. ５９４∗ ３. ２８１
经济资本 －２. １７０∗∗ １. ０３８ －３. ８１６∗∗∗ ０. ７２８ －１. ７２４ １. ３０２ －０. ６４１ １. １９９
物质资本 －３. ５９４∗ ３. ７４４ －４. １３５∗∗ ２. ３４８ －０. ６０６ ３. ７１７ －１. ７９８ ３. ４８６
自然资本 １. ２８２ ４. ２７７ ０. ９２７ ２. ８６８ －２. ２３０∗ ６. ３９５ －１２. ０６５∗ ６. ２１６
综合指标 －１. ２３１∗∗ ０. ７２２ －２. ５８６∗∗∗ ０. ４６０ －１. ２６４ ０. ８１０ －０. ２５９ ０. ７５７
控制变量

年龄 （参照： ６０—６９）
７０—７９ －０. １０４∗ ０. ２３４ ０. ０８２∗ ０. １４１ －０. ３２３∗ ０. ２６０ －０. ４１３∗ ０. ２３２
８０ 岁及以上 ０. ２３４ ０. ４１０ ０. ４５２∗∗ ０. １９８ －０. １６１ ０. ３９６ －０. ２７４ ０. ３６８
婚姻 （参照： 无配偶） －１. ３６７∗∗∗ ０. ２７９ －０. ８７３∗∗∗ ０. １４４ －０. ３５４ ０. ２７３ －１. ２７３∗∗∗ ０. ２６６
居住地 （参照： 农村） ０. ０８４ ０. ２８８ －０. ０３７ ０. １９２ ０. ５８８ ０. ３６５ －０. ３４９ ０. ４３０
突发事件 （参照： 住院） －０. ０７１ ０. １５６ －０. １２５ ０. ０９２ －０. ２２４ ０. １７３ －０. ４４８∗∗ ０. １６１
时期 （参照组：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６ －１. ３２３∗∗∗ ０. １４１ ０. １４１∗∗ ０. ０８２ ０. ３５０∗∗ ０. １５０ －１. ０６８∗∗∗ ０. １４２
２０１８ －２. ２９２∗∗∗ ０. １５８ ０. ０４３∗ ０. ０８８ ０. ２２３ ０. １６１ －２. ０９４∗∗∗ ０. １６４
Ｎ ６６７ １２０５ ３８３ ６２８

　 　 注：∗ｐ＜０. １，∗∗ｐ＜０. ０５，∗∗∗ｐ＜０. ０１。

表 ５　 基于家庭社会网络的中介效应检验结果

（１） （２） （３）
变量 居住安排 家庭社会网络 居住安排

同住 ／ 不同住 依赖型 ／ 紧密型 独立型 ／ 紧密型 工具型 ／ 紧密型 同住 ／ 不同住

家庭禀赋 －１. ２９２∗∗∗ ０. ０６４ ２. ５６６∗∗∗ ４. ９３３∗∗∗ －１. ２２３∗∗∗

（０. ２９８） （０. ２９７） （０. ４０４） （０. ３７５） （０. ３２０）
家庭社会网络 －１. ５０３∗∗∗

（依赖型 ／ 紧密型） （０. ０８２）
家庭社会网络 －０. ６７３∗∗∗

（独立型 ／ 紧密型） （０. ０９６）
家庭社会网络 －１. ８９４∗∗∗

（工具型 ／ 紧密型） （０. １１１）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注： 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ｐ＜０. １，∗∗ｐ＜０. ０５，∗∗∗ｐ＜０. ０１。

老年人， 家庭禀赋对于居住安排的影响不显著。 尤其是独立型老年群体， 家庭禀赋的变化对

其居住安排变迁的影响不显著。 综合以上分析， 文章发现不同类型的家庭社会网络对居住安

排的禀赋限制起到了异质性作用， 故假设 ２ 成立。
４． 老年人家庭社会网络的中介作用分析

在家庭禀赋减弱时， 老年人是否会通过改变自身的家庭社会网络类型来应对风险， 从而

使得居住安排发生变迁？ 本文主要分两个步骤回答这一问题： 第一步， 考察家庭禀赋对老年

人家庭社会网络的影响； 第二步， 分析家庭社会网络与老年人居住安排之间的关系。 两个步

骤的实证结果如表 ５ 所示： 第 （２） 列报告了家庭禀赋对家庭社会网络的影响作用， 结果表

明， 独立型和工具型老年人相对于紧密型老年人来说， 家庭禀赋的回归系数在 １％的水平上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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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为正， 这说明家庭禀赋的减少会使得独立型和工具型老年人向紧密型老年人转变； 第 （３）
列报告了在第 （１） 列基础上加入家庭社会网络这一变量后家庭禀赋对居住安排的影响， 结果

表明， 独立型和工具型老年人相对于紧密型老年人来说， 其家庭禀赋对于居住安排的影响在

１％的水平上显著为负， 这说明家庭禀赋较弱的老年人， 其家庭社会网络会进而转型以应对风

险， 验证了从独立型或工具型家庭社会网络转为紧密型家庭社会网络的路径。 综合上述分析，
文章发现了家庭禀赋对居住安排产生影响的其中一条路径， 即通过改变老年人家庭社会网络

类型， 从而影响老年人的居住安排， 故假设 ３ 成立。

图 ３　 家庭社会网络的中介效应图

根据表 ５ 的回归结果， 将该机制以图 ３
呈现。 在未加入家庭社会网络这一变量时，
家庭禀赋减弱的老年人更倾向于与子女同

住。 在加入家庭社会网络这一变量后， 产生

了两种效应： 一方面， 原本家庭社会网络为

紧密型和依赖型的老年人， 家庭禀赋减弱后

与子女同住概率较高。 另一方面， 原本家庭

社会网络为独立型和工具型的老年人， 家庭

禀赋减弱后会通过调整自身的家庭社会网络类型， 从而影响居住安排。

　 　 六、 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基于家庭禀赋如何对老年人居住安排形成影响这一理论问题展开， 探讨老年人居住

安排的变迁机制， 认为囿于家庭禀赋的老年人在居住安排上缺乏连续性， 而居住安排的禀赋

限制又会受到家庭社会网络的异质性影响和中介作用。 在实证上， 本文利用潜在类别模型和

二元逻辑斯蒂个体和时期固定效应模型检验家庭禀赋对于老年人居住安排的影响。 研究结论

如下。
第一， 老年人依据家庭禀赋理性选择居住安排。 一方面， 家庭禀赋对于老年人居住安排

产生了显著的负向作用， 家庭禀赋减弱会促进老年人与子女同住。 在将家庭禀赋进行临界值

替换后， 该结论依然稳健。 另一方面， 这种影响在城乡之间存在一定的异质性， 但总体差别

不大。 农村老年人对于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更为敏感， 且时期效应显示， 城市老年人空巢化

趋势更明显， 而农村老年人则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反弹。 本文也解释了传统研究中为什么家庭

禀赋对于居住安排的影响不够显著， 这可能是因为老年人家庭社会网络的间接效应掩盖了家

庭禀赋对于居住安排的直接效应。
第二， 老年人家庭社会网络对于居住安排的禀赋限制具有异质性影响和中介作用。 一方

面， 这种禀赋限制受到老年人家庭社会网络的异质性影响， 原本家庭社会网络为紧密型和依

赖型的老年人， 家庭禀赋减弱后与子女同住的概率较高。 另一方面， 这种禀赋限制也受到老

年人家庭社会网络的中介作用， 原本家庭社会网络为独立型和工具型的老年人， 家庭禀赋减

弱后会通过改变自身的家庭社会网络类型， 从而影响居住安排。 这说明居住安排的禀赋限制

主要受到老年人的观念影响， 持有家庭主义观念的老年群体与子女同住的概率会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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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人空巢居住和与子女同住已经并列成为当前我国老年人居住安排的两大类型。 这种

空巢现象不仅是少子化和老龄化的结果， 还是住房等家庭禀赋增强的结果。 本文认为这种现

象不能忽视家庭间代际功能的发挥以及老年人观念的变迁， 例如较年轻和健康的老年夫妇倾

向于自己单独居住。 尽管老年人独立居住越来越普遍， 并逐渐成为我国国民的主动选择， 但

是老年父母独居仍旧具有一定风险， 而子女向其继续提供支持也需要付出相当的成本。 然而

不少政策一方面削弱了代际间的支持， 促使代际扁平化发展， 另一方面却又对老年空巢家庭

过度悲观。 为了响应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 推动合理的居住安排变迁， 本文建议政

府可以从以下两方面入手。
一方面， 政府在应对居住安排变迁时， 除了关注家庭禀赋等硬指标外， 还特别需要关注

观念等软指标。 老年人居住安排虽然会受到家庭禀赋的影响， 但其主要影响的是紧密型和依

赖型老年人， 独立型和工具型老年人仅在家庭禀赋过度减弱时才调整居住安排。 政府在应对

居住安排变迁时需从观念入手， 平衡好新时代下的家庭主义和个体主义观念， 遵循以家庭主

义为主导， 兼顾个体主义的原则。 个体主义有其合理性， 这是一种现代文明的价值取向， 是

对每一个人生命的珍惜和欲望合理性的肯定， 亦是对每一个人个体权利的保护和个体自由的

尊重。 但是个体主义的尽头逃不了 “向死存在” 的结构， 而家庭主义却是一种 “生生不息”
的结构， 这是需要以家庭主义为主导的重要原因。 家庭主义观念的培养需要从学生时代开始。
教育部门需要以更有趣味的方式让学生在潜移默化中学习家庭主义的孝道文化， 与此同时，
政府要将我国养老、 尊老、 孝老的文化传统与家庭、 家教、 家风的时代背景相融合， 发展出

新时代的家庭主义观念。
另一方面， 政府需要正视家庭空巢化是居住安排从传统型向现代型转变的必然结果。 以

往大量关于空巢家庭的一些似是而非的观点干扰了公众及政府的判断， 事实上， 从某种意义

上讲， 相当大比例的空巢家庭只存在统计意义。 我国宣传部门要积极推动构建新的关于空巢

的社会认知， 倡导公众正视居住安排方式的多元性， 以改变当前社会对老年空巢家庭的固有

偏见， 并重塑空巢老人形象。 民政、 卫生和健康委员会等部门应促进老年人在养老方面自强

观的建立和自身能力的发挥。 具体而言， 可以在农村大力提倡互助养老和嵌入式养老， 在城

市大力提倡嵌入式养老和社区居家养老。 此外， 学术机构应加强对老年空巢家庭内部结构差

异的分析， 重点聚焦高龄独居老人、 无子女的高龄空巢老人等特殊空巢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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